“美化全中国”
——毛泽东关于保护、改善和美化自然环境的论述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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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昭柱同志《自然之美》一书，写于20多年前。那时，作者提出，“对自然美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已经越来成为全社会的事业”。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中国社会在自然美的认识和追求上，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深入。如今，围绕“美丽中国”这个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的一项重要内容。

自然美，包含自然环境的美，也属于生态文明的内容。在这里，我想就毛泽东有关保护、改善和美化自然环境的论述，谈些认识。
一
1919年春天，毛泽东还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信念，但已经孜孜于构想未来新社会的模样。受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提出并实验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当时曾经想邀请一些朋友到岳麓山建立一个新村。为此，他撰写了一份新村建设计划书，1919年12月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公开发表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
值得注意的是，该章各节始终贯穿着自然美，劳动美的美感教育和审美欣赏的内容。比如，这个计划强调，新村里的学生要上手工课，认为它能“陶冶心思精细”，启发“审美之情”；要从事“种园”、“种林”、“花木”等项工作，学生们不是单纯的劳动，必须要“以新精神经营之，则为新生活矣”；要把整个学校种成“植物园”的景象，整个新村，还要设置剧院和公园这类欣赏艺术美和自然美的专门场所。把上面这些联系起来看，一个中心意思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生活，而新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主体能够在一种新精神的指导下进入自然美、艺术美和劳动美的境界之中。基于这个标准，在青年毛泽东来看，旧时那些“号称士大夫有知识者流，多营逐于市场官场，而农村新鲜空气之不吸，优美景色之不赏，吾人改而吸赏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可见，要创造新生活，必须以新精神美化自然环境。这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明确和追求的理想社会模样。

二

战争年代，毛泽东一直重视植树造林工作，而且把这项工作制度化，不是把它看成可有可无，顾得上就做，顾不上就不做的事情。早在1930年10月，红军攻占吉安后，毛泽东写的《兴国调查》，就注意到保护山林的问题，提出农民分了山林后，“树木只准砍树枝，不准砍树身，要砍树身须经政府批准”。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植树造林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是毛泽东主持搞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同时还是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932年3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常委会，通过毛泽东等人签署的《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不仅要求在空山荒地上种树造林，还要求“沿河两岸及大路两旁，均遍种各种树木”、“旷场空地都要种起树来”。这个决议案对树木的栽种和保护，以及推进植树造林运动的方法，均作了具体规定，提出要用竞赛的方法来鼓励群众，“在每年春天来进行此种运动”。决议案还说，植树造林，“既有利于土地建设，又可增加群众之利益”。“土地建设”，就是改善和优化自然环境；所增加的“群众利益”，当然也包括群众在生活、生产环境方面的利益需求。
这个决议公布后，中央苏区各级政府普遍行动起来，提出每人种十棵树，绿化荒山荒岭的号召。在乡级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山林委员会。毛泽东1933年11月到江西兴国县的长冈乡调查，在报告中专门谈到这个乡苏维埃政府的山林委员会，除主任外另有五个委员，每村一人，职责是“种植和保护”山林；属于私人的山林，如果要砍伐树木，必须征求山林委员会的意见。毛泽东还对长冈乡的植树造林工作提出建议，认为这里的山势土壤不好，应该把树“种在河旁、路近、屋边”。
中央苏区时期，成天打仗，毛泽东如此关注植树造林，显然是把美化自然环境作为了建设苏区人民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做法，在延安时期沿袭下来，并得以加强。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就感慨地说，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很不美，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出头发”。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参议会，通过不少制度化的条例，诸如《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等。1946年4月，有关植树造林、发展果木的内容，还写进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植树造林切入，强调保护、改善和美化自然环境的论述，就更多了。仅200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国家林业局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论林业》，便收入了43篇文章、谈话、按语、批示等，时间从1954年到1967年。
从这本书所收论述看，毛泽东很强调发展农业的时候，必须保持水土、保护和培养林木植被。其中说到，开垦荒山荒地，“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水灾”，“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发展农牧业，必须和发展各种类型的林业，包括防风防沙防潮林和风景林相结合，因为农业、牧业和林业，“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毛泽东提出这种平衡发展、综合利用的要求，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农林牧，一个动物，一个植物，是人类少不了的”，甚至说，“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总之，“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这些认识表明，毛泽东把植树造林同农业、牧业等经济领域的发展联系起来考虑的同时，已经明确认识到了水土、动物、植物乃至空气这些自然物象对于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
这还不是毛泽东关于保护、改善和美化自然环境论述的终点。他最重要的认识，有这样几个逐步递进的观点。

一是“绿化祖国”。这个人们熟悉的口号是他在1956年3月提出来的。其内含包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要做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实现绿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用二百年绿化了，就是马克思主义”。

二是“实行大地园林化”。这个口号，是1959年3月提出来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即已多次谈到园林化的设想和提法。特别是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集中谈到这个想法。他说：城市里的房子挤得要死，公园太少，人们没有休息的地方，要改变这种情况，“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公园一样”。毛泽东还举了德国的例子，说德国的道路、房屋旁边都是森林、是林荫道，“资本主义国家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建设，我看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有规划，搞得很美，是园林化”。为了实现“大地园林化”，毛泽东还多次谈到他的“三三制”设想，即将来粮食增产了，可以将现在全部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拿出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种牧草、肥田草和供人们观赏的各种美丽的千差万别的花和草”；三分之一种树造林。另外，还要搞些大小水塘和水库，养些鱼、虾蟹和各种水生植物。在毛泽东看来，“这可能是个农业革命的方向”，其目的，“使整个农村园林化”，“也美观，乡村就像花园一样”。
三是“美化全中国”。这个口号，是1958年11月提出来的。无论绿化还是园林化，都是为了美观、美丽、美化。所以，“美化全中国”，可以视为毛泽东保护、改善自然环境最宏大也是最长远和终极的构想。1958年8月，他就谈到：“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
“美化全中国”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问题又回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毛泽东的答案非常鲜明：“美化全中国”，就是“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这个结论，是他1966年做出来的。
从青年时代的“新村”构想，到革命年代的植树造林，再到建设时期的“美化全中国”，不难看出，毛泽东一生探索并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始终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甚至是“美化”相处的内容。更何况，毛泽东是诗人，他的作品非常具体地反映了他在自然美欣赏上的执着和深入，在自然美意境营造上的不凡功力和成就。诸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等等。他把自己对自然环境的审美追求融入社会理想，也属必然。

从毛泽东提出“美化全中国”，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表明我们党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提出的“美化”内容和途径以及目标，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主要是为解决革命和建设年代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党今天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涵，要比那时的理解丰富和具体许多，但是，“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却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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